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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国巴塘的移民、通婚与
汉藏交融进程 a

刘  欢

［摘要］  文章立足现有的中英文史料，以汉藏通婚为考察维度，从汉人移民史的角度梳理了清代民

国巴塘汉藏关系的互动进程，即从清初的族际区隔逐步走向民国中后期的深度交融，集中表现在此

间巴塘汉藏通婚数量的日益增多，尤其是民国时期当地汉藏文化广泛地相互采借、浸润与融合，而

长期浸润其中的巴塘人亦身具汉藏复合文化特质，其中最典型的即通晓汉藏文。在民国时期汉藏存

在隔膜的历史背景下，巴塘地方汉藏民族的交往交流的增加和交融的实现不但稳固了内地中央政府

在藏地边疆的“治权”与“国防”，更使兼备汉藏文化特性的巴塘青年一跃成为联结南京国民政府

时期——甚至 1949 年以后汉藏关系的强力纽带之一，并持续推动着汉藏间的沟通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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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因语言差异与政治滞碍，汉藏民族关系整体出现了一定的困难与隔膜，但即使如此，

一些爱国的汉藏人士与组织仍努力在宗教、商贸、政治等领域推动汉藏间的沟通与交流。b这其中

就包括一批在内地从事汉藏语文翻译的巴塘人。对此，曾任西康民众驻京代表办事处代表的陈强立

（1911—1985）晚年时曾回忆道：

他 [ 按：格桑泽仁 ] 从西康边远之地招来许多青年在内地就学，这是一件好事，尤其

a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巴塘精英群体’联结汉藏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3YJC850010）的阶段

性成果。

b　参见王海燕：《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周伟洲：《民国时期汉

藏佛教文化交流及其意义》，《藏学学刊》2009 年第 1期；王海燕、喜饶尼玛：《“留藏学法团”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中国

边疆史地研究》2010 年第 2期；张皓：《刘曼卿在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正常关系恢复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3 年第 5期；黄夏年：《国家安全与民间宗教文化交流——兼谈民国时期汉藏佛教交流的历史作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7期；朱丽双：《民国政府的西藏专使（1912—1949）》，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 年；邹立波：《格

桑泽仁与抗战时期的汉藏贸易》，《中国藏学》2019 年第 2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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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有不少通晓汉藏文的人，如刘家驹、格桑悦希（格桑泽仁之弟，国民党监察委员）、

江安西、黄玉兰、邓珠拉姆等，翻译汉藏文件，对汉藏文化交流起了很好的作用。a

尽管陈氏本欲指称的对象为西康青年，但其所举诸人却皆为巴塘人，由此更凸显出巴塘青年在

其中的代表性与重要性。b如引文所示，巴塘人得以“对汉藏文化交流起了很好的作用”，关键在于

他们“通晓汉藏文”。而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巴塘人兼通汉藏双语是极为普遍的现象。1947 年，

蒙藏教育司即指出，巴塘“汉康杂居，男女老幼，皆能操康汉两种语言”  c。
巴塘 d位于青藏高原东部，为何民国时期当地人“皆能操康汉两种语言”？前贤指出，这一独

特的文化现象是清代民国移民巴塘的汉人与本地藏人经由族际通婚等互动进程而产生的汉藏交融结

果。e但因材料散佚，加之研究重点不同，既有研究对清代民国巴塘的汉藏关系如何走向交融的历史

叙述，尤其是对不同时期当地汉藏通婚的史实呈现，既不系统，史料基础也存有较大的可拓展空间，

并且对巴塘汉藏交融的历史影响也未予以充分注意。

有鉴于此，本文广泛搜集包括档案、期刊、日记、回忆录、传记与年谱、文史资料等多种史料，

钩沉索隐，以汉藏通婚为考察维度，从汉人移民史的角度对清代民国巴塘汉藏关系的历史演进与阶

段特征作长时段的文献梳理与史实分析，以求最大可能地复现这一时段巴塘汉藏互动的历史轮廓，

以期从微观 / 地方的视角丰富对民国时期汉藏民族交流史的整体认识，也为进一步深入理解民国康

藏史乃至汉藏交流史提供新的史实基础与思考线索。

一、清初至 1905 年：从族际区分走向汉藏交融

检视材料，焦应旂所著《藏程纪略》是目前所见最早记载汉人移民巴塘的清代史料。康熙六十

年（1721）二月，焦应旂自西藏出发，经川藏道东返内地，途经巴塘时发现，“集市之所，内地汉人

亦寓此贸易”  f。此后，汉人在巴塘的踪迹时见于文献记载。乾隆十六年八月癸亥（1751 年 10 月 18

日），四川总督策楞额奏称：“查各省民人在打箭炉以外贸易者，不止西藏一带，如类乌齐、察木多、

乍丫及里塘、巴塘、明正土司所属地方在在都有。”  g《巴塘志略》是巴塘最早的汉文志书，由巴塘粮

a　陈强立：《格桑泽仁、诺那、刘家驹》，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

辑》（第 27 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21 页。

b　关于他们的背景介绍，参见《国闻周报》1931 年第 8 卷第 28 期，第 1页；西门柳：《康藏经济的拓荒者——格桑悦希放弃

格什》，《新闻天地》1945 年第 7期，第 12—13 页；李明忠：《江安西》，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塘县委员会编：《巴塘县文史

资料》（第三辑），2008 年，第 208 页；江安西：《黄玉兰年谱》，《巴塘志苑》1990 年第 1—2期（总 20—21），第 86 页；邓珠拉

姆自述，杨恩洪记录整理：《高原之莺——藏族第一位女教授邓珠拉姆讲的故事（之一）》，《中国西藏》2008 年第 6期，第 70 页。

c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编：《边疆教育概况（续编）》，1947 年，第 45 页。

d　巴塘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称“巴安”，直到 1951 年 10 月复改称巴塘。文中为切合时下语境计，除引原文处仍用

其原称外，一律称巴塘。

e　参见袁晓文、李锦：《交流与融合——关于巴塘汉族的个案分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 年第 1期；友珍：《清代至民国

时期汉族移民在巴塘活动之面面观》，《西藏研究》2010 年第 1期；石硕、邹立波：《汉藏互动与文化交融：清代至民国时期巴塘关

帝庙内涵之变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6期；李锦萍：《清末民国时期巴塘汉族移民与汉藏文化的

多元共生》，《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5 年第 2期；王海兵：《移民与清代川藏官道康定至巴塘沿线社会变迁》，《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17 年第 5期。

f　（清）焦应旂：《藏程经略》，载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年，第 14 页。

g　顾祖成、王观容、琼华等编：《清实录藏族史料》（第 3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2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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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钱召棠辑成，经考订，成书于“道光二十四年或次年初”  a。内载，巴塘“番汉居民数百家”；在竹

巴笼，“汉土数十家皆傍水楼居”  b。道光二十五年（1845），姚莹途经巴塘发现，当地“蛮民数百户，

有街市，皆陕西客民贸易于此”  c。道光二十六年（1846），法国遣使会会士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1813—1860）由藏被押解回内地，曾停住巴塘 3天，他称：“我们在巴塘的居民中发现了一大

批汉人，从事手艺和产业，甚至还有些人从事农业和开发藏族人的庄园。”  d光绪三十年（1904）五

月，巴塘粮员吴锡珍在一份呈禀中写道：“巴塘汉夷杂处，……汉民则多半客籍，且习于经商。”  e从

以上材料来看，汉人早在康熙年间就已居于巴塘，主要从事贸易经商，也有以手艺和农业种植为生

者，至于这些早期移民的数量，既有材料皆语焉不详。

除汉商一类的自发移民外，同一时期巴塘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汉人群体，即由内地派驻于此的清

朝文武官弁。为保障川藏大道的畅通，清朝自康熙末年以来就陆续在巴塘等进藏节点设置塘汛，派

兵戍守。f目前所知最早记载巴塘戍兵数的清代史料是《雍正四川通志》。据载，雍正时期，巴塘戍

兵分“兵”与“土兵”两类，其中“兵”即由内地选派至此的绿营兵勇，计有 286 人。g至道光年间，

“兵”已大为减少，缺额由“土兵”增补。《巴塘志略》载：“现在随营差遣马步兵八十三名，均由内

地操营捡派，三年更换……；乾隆三十三年，添设土马兵一百四十名，土步兵六十五名。”  h可见，

至道光年间，巴塘的绿营兵已从雍正时期的 286 人锐减至 83 人。1846 年，古伯察在巴塘期间窥察

到，“清朝兵站共由 300 名兵勇组成”  i。比照《巴塘志略》的记载来看，这一数额应指巴塘汉、土兵

弁的总数。同治年间途经巴塘的英国商人库柏（T.T.Cooper）称，当地“一名（汉人）低级军官掌

控着一支由 180 名汉人士兵组成的分遣队”  j。1900 年，游历至巴塘的英国人 H.R 戴维斯发现，“镇

里有三个汉人官员，一个文官，两个武官。后者指挥一支 70 人的卫戍部队”  k。综上，在 1900 年以

前，因时局变幻，清代巴塘的汉军驻兵数存在阶段性浮动，并整体呈下降趋势，但最低也维持在数

十人的规模。可见，此一时段，汉人官弁一直是巴塘人口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存在。

那么，当内地汉人在清初移民至巴塘时，面对这个以藏传佛教为底色的传统藏族社会，他们如

何处理与本地社会的关系呢？而随着移民进程的推进，当地的汉藏关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关于清朝中前期巴塘的汉藏关系，当前存留下的直接材料非常少，但幸运的是，此间汉人在巴

塘的一些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少许极有价值的讯息。据巴塘地方史志记载，雍正五年（1727），早期

到巴塘的汉商曾相约组建汉商公会，又名财神会。乾隆十三年（1748），巴塘“汉民公建”关帝庙

于堡东，而在河西岸的龙王堂则由“土民公建”。未久，当地的绿营官兵加入财神会，并分建单刀

圣会，与汉商公会并置。1874 年，4年前被地震毁坏的关帝庙重建完毕，是时巴塘汉人将财神会扩

a　赵心愚：《道光〈巴塘志略〉的成书时间及特点、价值》，《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3期。

b　（清）钱召棠纂辑：《巴塘志略》，载林超民等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 16 卷），兰州：兰州大

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65、373 页。

c　（清）姚莹著，施培毅、徐寿凯点校：《康輶纪行 东槎纪略》（合订本），合肥：黄山书社，1990 年，第 118 页。

d　［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年，第 665 页。

e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2 页。

f　邹立波：《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其作用与影响》，《西藏研究》2009 年第 3期。

g　（清）张晋生等：《雍正四川通志》（卷 2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3349—3350 页。

h　（清）钱召棠纂辑：《巴塘志略》，《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 16 卷），第 340 页。

i　［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第 665 页。

j　T.T.Cooper，Travels of Pioneer of Commerce in Pigtall and Petticoats ：An overland Journey From China towards India，

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1871，P.249.

k　［英］H.R 戴维斯著，和少英等译：《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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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为“川陕滇三省同乡会”，并将重建后的关帝庙定名为“川陕滇三省会馆”。a从名称不难看出，

不论是财神会，还是川陕滇三省同乡会，成员身份与群体规模虽有差别，但两个组织都是严格意义

上的汉人组织。这表明尽管汉人自清初就已进到巴塘，并开启与本地藏族的互动进程（经商、雇佣、

租佃等），但直到同光之际，汉人移民仍自觉地强调并坚持自身与巴塘藏族之间的族群区分，“汉民

公建”的关帝庙就是作为汉藏区分的象征标识而存在的。

但要指出的是，据史料反映，至少在同光时期，巴塘的汉人移民也已表现出融入本地藏族社会

的倾向，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倾向越发明显、强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关帝庙在乾

隆年间初建时，系“汉民公建”，但同治时期重建关帝庙时，捐资参与者除了当时巴塘的各路汉人

外，还包括大营官罗宗旺登。b围绕关帝庙这一在藏地极具汉人族群象征意义的建筑物的重建，c不

论是罗宗旺登的捐资参与，还是汉人移民对其捐资的接受，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巴塘汉藏人民在

社会边界、文化心理上对彼此的开放与接纳，这在汉人移民方面尤为如此。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

1877 年，英国人威廉·吉尔（William J.Gill）观察到，巴塘“喇嘛庙里还住着些当地出生的、派驻

藏区的汉人士兵的孩子们。在士兵返回之际，其藏人妻子和孩子都被留下，孩子一般会进入喇嘛

庙”  d。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最早直接记载巴塘存在汉藏通婚现象的清代史料。1900 年 5 月 8 日，初到

巴塘的戴维斯也发现，“当地居民主要是藏人，但有相当一部分是汉人与当地土著结婚的后裔，他们

都已藏化”  e。汉藏后裔“有相当一部分”，这说明那时巴塘汉藏通婚的数量不在少数。根据刘家驹

（格桑群觉，1900—1977）与格桑泽仁（王天华，1904—1946）的出生日期推算可知，二人父亲刘观

镛、王兴海正是在此前后迎娶了他们的藏族母亲。据刘家驹的长孙德钦雄勒先生称：“刘观镛的夫人

是藏族，刘观镛早期到藏区并和藏区妇女结婚，生了刘家驹。”  f而与格桑泽仁相识的任乃强曾提到，

“格桑泽仁是清末在巴塘经商人娶藏女所生的儿子”  g，其“父王兴海，母竹玛拉姆”，h按照格桑泽仁

的朋友陈强立的说法，“其父是云南人”  i。汉藏通婚的出现深刻地反映出巴塘汉、藏间的族际隔膜已

打破、距离正趋缩小。j而随着 1905 年“凤全事件”的爆发，这一汉藏交融的趋势则愈发突出。

a　（清）钱召棠纂辑：《巴塘志略》，《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 16 卷），第 343—344 页；江安西、李明忠：

《巴塘财神会的由来及其影响》，《巴塘志苑》1985 年第 4期，第 36—37 页。

b　《四川地震资料汇编》编辑组编：《四川地震资料汇编》（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221 页。

c　石硕、邹立波：《汉藏互动与文化交融：清代至民国时期巴塘关帝庙内涵之变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6期；翟淑平：《漂泊到融合——从巴塘关帝庙看汉藏互动下的身份认同》，《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 26 辑），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108 页。

d　［英］威廉·吉尔著，曾嵘译：《金沙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 年，第 186 页。

e　［英］H.R 戴维斯著，和少英等译：《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第 179 页。

f　2019 年 12 月 12 日，笔者与德钦雄勒先生电话访谈所得。

g　任新建、何洁校注：《考察西康与〈西康图经〉——任乃强〈筱庄笔记·身世录〉辑注（二）》，《中国藏学》2017 年第 4期，

第 91 页。

h　刘家驹：《格桑泽仁提缴马成龙团枪械始末——兼述藏军犯巴与被击败史实（民念一之役）》，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

塘县委员会编：《巴塘县文史资料》（第二辑·刘家驹专集），2005 年，第 123 页。

i　陈强立：《格桑泽仁、诺那、刘家驹》，《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27 辑），第 117 页。

j　族际通婚是衡量族群关系和谐融洽的重要指标，这一点国内外学者已基本达成共识。参见［美］米尔顿·戈登著，马戎

译：《美国生活中的同化：宗族、宗教与族源的角色》，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年，第 73 页；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1 年，第 166 页；王德强、赵婕：《多民族杂居城镇族际通婚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以云南香格里拉市建塘镇为

例》，《民族研究》2020 年第 3期，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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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05—1912 年：川边改革与汉藏交融的加速

“凤全事件”以后，巴塘迎来一股汉人移民的浪潮，以至“城区几全部为汉人”。a此说不一定

准确，但也是一种当时社会的反映。是年，清廷急调大量清军进剿，事后分兵若干驻守巴塘。尽管

当前我们尚不见详载驻军具体数额的官方文献，但美国医生罗富德（Z.S.Loftis，1881—1909）的

日记可以提供一些参照。1909 年 6 月 17 日，罗富德到达巴塘，他在 19 日的日记中提到，此时约有

1200 名士兵驻扎在巴塘。b可见，当时清军的数额是不少的。按定制，戍边清军 3年更换，但在赵

尔丰“化出关之兵为民”  c政策引导下，部分官兵最终选择落籍巴塘，并终老于此，下述邓克成、冯

海江即是如此。

勘乱后，清政府在巴塘的权势得到空前的增强，赵尔丰乘势以巴塘为中心开启川边改革，移民

即是他借以推行改革的重要策略之一。1908 年，四川总督赵尔巽会衔赵尔丰致函军机处，明确提

出“安巴、安藏，不外移民政策”的治边思路。d后来赵尔丰更是直言道，川边改革“事虽关外之

事，人多内地之人”  e。正因如此，时已荣居“西康之首治”  f的巴塘，过去还只是一个“汉夷穷滥百

姓一百二十余家”、“既无生意，又无铺户”的“山口荒村”，g“一时汉番蚁集，市肆喧阗，由数百户

增至一千余户，几成西康第一都会”  h。1911 年 4月 9日的《成都商报》就曾报道称：在“凤全事件”

以前，巴塘“向虽有汉商住此，而铺店无一，故无市廛形式”。勘乱后，“陕滇四川商人，□往设

市，……现已有洋广杂货铺三家，滇商六家，陕商五家，酱园一家，茶馆三家，菜馆四家，其余粮食

铺，面食铺，均有数家，市肆尚日增无已，而房屋表面亦多改从汉式，竟一变从前蛮荒萧条之况”  i。
汉商铺子的持续扩增以及本地“房屋表面亦多改从汉式”，由此足见当时到巴塘的汉商数量之多。

不过，与垦民相比，在清末巴塘汉人移民中，汉商究属小众。为推进垦务，赵尔丰曾鼓励内

地汉人出关垦殖，除提供路费外，还“给以衣、粮、庐舍、牛、种、农具”  j。在此背景下，加上巴

塘“俨如内地”的声誉，k以及地处川藏大道的通衢地位，l遂引得内地垦民纷至沓来。例如，打箭

炉厅在 1905—1907 年间登记的 267 名出关垦民中，前往巴塘者就高达 118 人。m而据巴塘粮员董涛

在 1909 年的统计，巴塘“自 [光绪 ]三十二年二月起至三十三年四月止”，“其时新到垦夫二百余

名”。n 1908 年，赵尔丰拟将官府招募的 800 名内地垦夫（“有眷属者三百七十余人”）平均分发至

a　佚名：《治理康区意见书》，载赵心愚等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 年，第 371 页。

b　Z.S.Loftie，A Message from Batang，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11，P.146.

c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87 页。

d　同上，第 187 页。

e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第 326 页。

f　刘曼卿：《康藏轺征》（第二版），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 41 页。

g　杨长虹编著：《凤全家书笺证》，民族出版社，2012 年，第 135 页。

h　任乃强：《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 年，第 69 页。

i　《巴塘之市廛》，《成都商报》1911 年第 38 期，第 2—3页。

j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第 467 页。

k　徐瀛：《西征日记》，载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第 269 页。

l　刘赞廷：《巴安县图志》，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复制，1962 年 3 月 10 日，第 62 页。

m　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年，第 27—28 页。

n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第 4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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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塘、定乡、稻城、河口 4县，每县 200 名（未含眷属）。a此外，曾任巴塘粮员的陈廉还在 1909

年回顾道，巴塘自 1906 年招民垦殖以来，“迄今三年，出关垦夫不下数百名”。这些官方记载显示，

不到 3年的时间，即有数百名内地垦夫拖家携口前往巴塘，这一数目着实令人惊讶。但要指出的是，

实际定居者的数量是低于此数的。在同一份呈禀中，陈廉解释道，部分是因“领垦夫希图侵渔”，

“临时雇人应点”所致。比如，宣统元年六月十二日（1909 年 7 月 28 日），打箭炉厅致电陈廉，“言

资阳送来垦夫五十名”，但当陈廉七月初五日（8月 20 日）点验时，“连老弱妇孺共二十一名”  b。除

这一原因外，董涛还指出，垦夫到巴塘后，也有因“偷窃，或领粮私逃，甚有充清道夫亦不胜任者”

而被“知县随时淘汰”者。c即便如此，纵然按半数计，清末实际到巴塘的垦夫数量仍不容小觑。

在这一移民浪潮下，其他身份的许多汉人也纷纷出关到巴塘。具体而言，像著名民族学家李绍

明先生（1933—2009）的父亲李亨，他到巴塘任职学务局。d而曾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州长的钦饶（王

安梁，1928 年生人），其父王绍清是四川“邛崃拦河坎的”，因裁缝手艺被招募至巴塘，后定居于

此；再如，1983 年任巴塘县副县长的格桑旺堆（何多才，1930 年生人），其爷爷何正连是从四川（今

南充市）蓬安县逃难至巴塘的。e尽管川边改革期间巴塘汉人移民的总数现已不可考，但通过对驻军、

汉商与垦民的描述，大体已能见其数量之众。

随着汉人大量涌进巴塘，本地的汉藏通婚也愈发普遍，甚至还蔓延至权贵阶层。1911 年，英国

植物学家金敦·沃德（Frank K.Ward，1885—1958）就敏锐地发现，巴塘“大多数汉族人、商人和

军人都与当地藏族部落的女性结婚，一起生活”  f。从军人来看，为安抚戍边军人，赵尔丰曾鼓励边

军迎娶藏女。g在巴塘，部分官兵与藏族女性成婚并生儿育女后，就此选择落籍巴塘。例如，1950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 军的马才生，其父籍贯湖南，清末随马维骐进抵巴塘后就在当地娶妻并

定居于此。h再如，宣统元年六月初三日（1909 年 7 月 19 日），时任赵尔丰西军中营哨官的袁绍奎

与巴塘西松工藏族女性绒贞缔结婚书，结为夫妻。i被誉为“藏族第一位女教授”的邓珠拉姆的父亲

邓克成与母亲志玛青中亦在此时喜结连理。j

作为国民政府时期的风云人物，冯云仙（格桑雀珍，1908—1985）k的父母同属汉藏通婚。父亲

冯海江于清末随赵尔丰进驻巴塘，母亲阿宗系巴塘人，“生在贵族之家”  l，是“一位与汉人通婚最早

的贵族女子”  m。冯海江与阿宗的结合表明，汉藏通婚在清末巴塘已出现向本地藏族权贵阶层延展的

a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 278 页。

b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第 398 页。

c　同上，第 405 页。

d　李绍明口述，伍婷婷等记录整理：《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年，第 5—7页。

e　四川民主改革口述历史课题组编：《四川民主改革口述历史资料选编》，民族出版社，2008 年，第 170、221 页。

f　［英］金敦·沃德著，何大勇等译：《蓝花绿绒蒿的原乡——清末英国博物学家的滇西北及川康纪行》，昆明：云南人民出

版社，2020 年，第 123 页。

g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第 525 页。

h　林田：《进军西藏日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22—123 页。

i　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年，第 206 页。

j　邓珠拉姆口述，杨恩洪记录整理：《高原之莺——藏族第一位女教授邓珠拉姆讲的故事（之一）》，《中国西藏》2008 年第 6

期，第 70 页。

k　冯云仙，巴塘人，历任蒙藏委员会办事员、中国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团长、国立玉树小学校长、国大代表、国民参政员、

国民党中央监委等职。参见四川省巴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巴塘县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年，第 499 页。

l　南荪：《“阿宗夫人”访问记——一个“干”的边疆妇女》（下），《汗血周刊》1936 年第 7卷第 1期，第 16 页。

m　南荪：《“阿宗夫人”访问记——一个“干”的边疆妇女》（上），《汗血周刊》1936 年第 6卷第 25 期，第 4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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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象，而在等级森严的藏族社会，这一迹象已然成为当时汉藏交融深化的一个显著标志。此外，冯

云仙在《西康关外日记》中还提到一个清军与巴塘女子成婚的案例：民国时期任炉霍县委员的顶武

东，“系赵大帅时大砲队队长，与先父同事多年”，“顶太太系巴安人，与我母亲系姊妹”。a

清末，其他身份的汉人选择与当地藏族女性通婚也多。比如，李亨就“在当地找了个藏族结过

一次婚，还生了个小男孩”  b。此外，巴塘传教士芙洛拉·史德文（Flora Beal Shelton）在 1912 年出

版的《西藏边界的光与影》中提到，1908 年随其夫妇到巴塘传教的四川大邑县人李国光（Li Guay 
Gwuang）当时已与一名藏族女子结婚。c 1914 年，李国光的藏族妻子“ Candro”去世。d他后来又

续娶了一位名叫达瓦卓玛的巴塘女子为妻。e 1939 年，金陵大学电影课教师孙明经赴川康考察时，

曾为李国光的家庭拍摄照片数张，其中一张即附有“巴安李牧师一家，汉藏融合”的注语。f

事实上，除了普遍选择与藏族女性通婚外，据文献记载，当时生活在巴塘的汉人也已开始主动

地吸纳藏族文化。1911 年，沃德就观察到，巴塘的汉人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即使不穿当地服装，

也至少接纳了当地藏族部落的一些风俗习惯”  g。而前引吉尔称“汉藏后裔一般会进入喇嘛庙”，以及

戴维斯对汉藏后裔“藏化”的描述，则表明汉藏后裔对藏族文化的汲取更为广泛、深入。这些事实

都清楚地显示出，进入清朝后期，巴塘的汉人移民尤其是汉藏后裔对藏族文化已持更为开放、包容、

接纳的态度。与此同时，在川边改革期间，赵尔丰强制推行的官话教育、改汉姓等措施则在很大程

度上推动着巴塘藏族接受并学习汉文化。而这一双向的文化采借也为民国时期巴塘的汉藏文化朝着

更为深度交融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1912—1949 年：“汉藏矛盾几乎无存，民族关系融洽”

民元以来，巴塘虽“频遭变乱，所有垦民大半流离死亡”  h，但汉人及其后裔在民国巴塘已有

相当数量却是不争的事实。1921 年，据自称曾“旅行西南各地”的翁之藏估算，巴塘有汉族 15000

人。i此数显然有夸大的嫌疑。1935 年，羊磊在《巴安小志》中引 1928 年巴塘人口调查数称：“汉

回及外籍侨寓者约一百八十四户，丁口约计九百五十余”。j羊氏是否将汉藏后裔纳入其中，我们不

得而知。而任乃强据“考查后（1930 年）之估计”，认为将汉藏后裔计入，巴塘有“汉 400（户）、

丁口 4500 人”；而在另一处，任乃强又指出，巴塘时有“汉户 300 余家”。k1938 年，一位署名“毅

公”的作者撰文称：

巴安治城汉籍之民约十分之六强，故康人呼巴安曰“汉人城”，示人特多之谓，而其

a　冯云仙：《西康关外日记》（二），《蒙藏月报》1937 年第 6卷第 5期，第 6页。

b　李绍明口述，伍婷婷等记录整理：《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第 11 页。

c　Flora Beal Shelton，Sunshine and Shadow on the Tibetan Border，Cincinnati：Foreign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1912，P.88. 

d　Albert L.Shelton M.D，Pioneering of  Tibet：A Personal Record Life and Experience in Mission Fields，New York：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921，P.88.

e　张同道主编：《电影眼看中国》，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6 年，第 298 页。

f　孙建秋、孙建和编著：《孙明经西康手记 1939&1944》，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6 年，第 241、244 页。

g　［英］金敦·沃德著，何大勇等译：《蓝花绿绒蒿的原乡——清末英国博物学家的滇西北及川康纪行》，第 123 页。

h　佚名：《巴安县招民开垦荒地》，《川边季刊》1935 年第 1卷第 2期，第 136 页。

i　翁之藏：《西康之实况》，1921 年，第 132 页。

j　羊磊：《巴安小志》，《川边季刊》1935 年第 1卷第 4期，第 50 页。

k　任乃强：《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第 212、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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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涵义，即指此为特殊地段，不与康情同也。a

仅“治城”而言，汉人已占“十分之六强”，其数不可谓不多，并且“汉人城”这一称号还是

由“康人”所呼，更能说明这一事实。1941 年，美国传教士丹尼尔·弗赖伯格（H.Daniel Friberg，
1908—2005）取道中国西部诸省前往缅甸，路经巴塘时，他观察到巴塘“汉人只占十分之一”。这

一比例与毅公的观察相比，看似抵牾，其实不然，因为此“十分之一”是就巴塘全县而言，而据其

言，在西康西部，“汉人生活在城镇里”，故两段材料实际是相互证成的。b当然，巴塘县城以外也

有汉人居住。1939 年 10 月 19 日，著名人类学家庄学本到竹巴龙（笼），就发现江边“有水手四户

系汉人”  c。1943 年，李中定撰文指出，巴塘“汉族占百分之九、五”[ 按：9.5%]。d两相比对，李

中定与丹尼尔的数据基本相近，故皆可采信。综合可知，到民国中后期，巴塘的汉人数量实已达到

相当规模。

民元以后，得益于大量汉人的存在，巴塘的汉藏通婚并未因川边改革的中断而减缓，反而愈发

寻常、普遍。1929 年，初到巴塘的刘曼卿询问巴塘人保森“巴安教育近事”时，保森答云：“自赵

氏教育摧败后，……女子更多随嫁汉人，流入内地，西康有歌讽之，意谓‘汉人到内地是回转故乡，

西康姑娘啊，那是异域尔无往’。”  e保森所谓“赵氏教育摧败后”，系指民国鼎革以后。因此，这

则材料清楚地指明了汉藏通婚在民国巴塘的盛行。对此，川人戴述古的记述可为佐证。戴述古曾于

1925 年应聘到巴塘华西学校任教员，f基于实地观察，他在 1936 年的一篇文章中称，在巴塘，“汉人

军商婚娶于其地者极多”  g。1939 年，8岁的杨岭多吉随父母定居巴塘，据其回忆，当时“巴塘也有

一些善良的汉族商人、居民，他们早就同当地有亲密的姻亲关系，汉藏矛盾几乎无存，民族关系融

洽”  h。除了这些整体描述外，下述个案还提供了进一步证明。

1929 年，美籍传教士马里恩·邓肯（Marion H.Duncan）以他在巴塘传教时的亲身见闻与经历为

基础，撰成并出版《银雪之山》一书，书中曾展示了一张巴塘汉藏家庭的合照，丈夫是一名富裕的

汉人银匠，与其藏族妻子以及年老的岳母等居住在一起。i作为汉藏通婚的后裔，刘家驹沿着父亲的

脚步迎娶了巴塘泽曲伙的藏族姑娘玉珍纳母为妻。j此外，格旺的原生家庭同样是典型的汉藏合璧：

“以后等于我的爸爸长大了以后呢，就结了婚，我的妈妈是西藏芒康的。”  k在《进军西藏日记》中，

1950 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 军进藏的新华社记者林田也提到几个巴塘汉藏通婚的案例。例如，

担任其藏语翻译的巴塘藏族格桑杨刚，他的一个姐夫就是四川人；1950 年参加 18 军的江正林的妻子

同样是藏族。l此外，1950 年与巴塘籍藏族文学家降边嘉措（张自康）一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a　毅公：《汉籍巴人与政府改进康省之责任关系》，《戍声周报》1938 年第 65 期。

b　［美］H.丹尼尔·弗赖伯格著，滕慧婷译：《亲历滇缅公路：中国西部与滇缅公路》，北京：天地出版社，2019年，第 132页。

c　《民间影像》编委会编：《民间影像》（第 5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63 页。

d　李中定：《康南八县通讯——（一）巴安》，《边疆通讯》1943 年第 1卷第 4期，第 15 页。

e　刘曼卿：《康藏轺征》（第二版），第 46 页。

f　《川边西康之现状》，《申报（上海版）》1926 年 9 月 22 日。

g　戴述古：《西康急须进行之卫生与教育》，《西北问题季刊》1936 年第 2卷第 1—2期，第 214 页。

h　杨岭多吉：《革命开拓我的人生》，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回忆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46 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0—11 页。

i　Marion H. Duncan，The Mountain of  Silver Snow， Cincinnati：Powell & White， 1929，P.65.

j　 玉珍纳母：《玉珍纳母旅行笔记》（一），《开发西北》1935 年第 6期，第 63 页。

k　四川民主改革口述历史课题组编：《四川民主改革口述历史资料选编》，第 221 页。

l　林田：《进军西藏日记》，第 92、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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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扎西（汉名曾光祖）、志玛、东秀、陈淑兰等人的“父亲都是汉族，母亲是藏族”。a

据降边嘉措回忆，母亲张金莲（汉名为降边嘉措生父所取）一生经历了 3次婚姻，其后两任丈

夫均为汉族，第二任丈夫是傅德铨 b的外甥，第三任丈夫即降边嘉措的生父张正伦，系四川雅安人。

此外，张正伦的一位川籍王姓同事，“他的妻子也是当地藏族”，并育有两个儿子；而对降边嘉措极

好的邓珠娜姆阿姨则在抗战期间嫁给了一位到巴塘任县长的内地汉人，同样育有两个孩子。c

民国中后期，汉藏后裔的大量存在同样说明此间巴塘汉藏通婚的广泛。戴述古就曾指出，巴

塘“人民大率混血”。d降边嘉措曾追忆道，在巴塘读小学时，班上“有几个像我一样半汉半藏的同

学”  e。格旺在巴塘省立小学就读时，虽然同学都自认是藏族（包括像他这样的汉藏后裔亦是如此），

但其中“汉族血缘的也有，同学里面也不少。f

除了大量的汉藏通婚外，在民国时期，巴塘汉、藏两种文化的相互采借、糅合也更为常见。譬

如巴塘关帝庙对藏族宗教要素的吸纳以及藏族参与关帝庙的庆典活动。g在服饰上，巴塘人王信隆称，

巴塘“汉民服饰同内地，土民居城中者，几与汉民无异”  h。另外，当时许多巴塘人或者同时拥有汉、

藏两个姓名，或取一个汉藏混合的名字。降边嘉措曾回忆道：

在当时，改汉姓、取汉名在我们那里也成了一时风尚，很多人都有两个名字。……我

们那里一些完全没有汉人血统的普通的藏族农牧民，有不少人就叫李扎西、张次仁、王洛桑、

赵娜姆、刘央金……。i

此外，像格桑泽仁、刘家驹、邓珠拉姆、冯云仙、格旺等作为个案证据，同样证实了汉藏双名

在民国巴塘的风靡。需强调的是，巴塘人兼备汉藏双名，除了藏族“改汉姓、取汉名”外，还包括

汉人及其后裔取藏名，比如，毫无藏族血统的王安梁就取了一个藏名——钦饶；至于汉藏后裔取藏

名，格桑泽仁、刘家驹、冯云仙、邓珠拉姆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民国时期的巴塘人大多兼通汉藏两种语言。除前引蒙藏教育司的

记载外，1936 年，王信隆介绍巴塘“汉藏两种 [ 语言 ] 均通，与汉人交接用汉语，与藏人交接用藏

语”  j。1950 年 8 月 2 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 军 53 师副政委的苗丕一（1916—2005）率军进

抵巴塘时发现，当地“懂藏、汉两种文字、语言的人不少”  k。
从个案来看，江安西（洛桑顿珠，1906—2000）称，格桑泽仁“通晓汉藏语文”；l曾与刘家驹

在《蒙藏周报》（南京）共事的黄奋生称刘氏“精娴汉藏语文”；m而江安西更是“通晓藏、汉、英三

a　降边嘉措：《从巴塘到达玛拉山》，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塘县委员会编：《巴塘县文史资料》（第五辑），2015 年，第

81—82 页。

b　傅德铨时任驻防巴塘的刘文辉二十四军 816 团团长。

c　降边嘉措：《感谢生活：我和我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民族出版社，2000 年，第 9—18、45 页。

d　戴述古：《西康急须进行之卫生与教育》，《西北问题季刊》1936 年第 2卷第 1—2期，第 213 页。

e　降边嘉措：《感谢生活：我和我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第 38 页。

f　四川民主改革口述历史课题组编：《四川民主改革口述历史资料选编》，第 223 页。

g　石硕、邹立波：《汉藏互动与文化交融：清代至民国时期巴塘关帝庙内涵之变迁》，第 52 页。

h　王信隆：《西康巴安县概况》，《康藏前锋》1936 年第 3卷第 7期，第 50 页。

i　降边嘉措：《感谢生活：我和我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第 17 页。

j　王信隆：《西康巴安县概况》，《康藏前锋》1936 年第 3卷第 7期，第 50 页。

k　苗丕一：《昌都战役中的南路部队》，载西藏军区政治部编：《世界屋脊风云录》（一），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 年，

第 239 页。

l　江安西：《格桑泽仁小传》，《巴塘志苑》1985 年第 2—3期（总 7—8），第 1页。

m　《黄奋生序》，载刘家驹编译：《班禅大师全集》，班禅堪布会议厅发行，1943 年，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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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语言文字”，a其妻巴塘藏族黄玉兰（次仁央宗，1905—1989）亦“精通汉藏语文”  b。而据巴塘人

平措汪杰（闵志诚，1921—2014）回忆，他的舅舅、江安西之弟江新西（洛松吉村）同样“精通英

文、汉文和藏文”；他儿时的伙伴阿旺格桑（刘绍禹）也“会藏文、汉文和一些英文”。c可见，民

国时巴塘人兼通汉藏双语已是寻常现象。

因此，通过对宗教信仰、服饰、姓名、语言等文化要素的描述及汉藏通婚的普遍情况等事实，

充分显示出民国时巴塘汉藏文化交汇融合的寻常与深入，足见民国时期的巴塘汉藏关系已实现深度

交融。对此，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个佐证。据江安西回忆，1925 年，应时局所需，巴塘的汉人移民及

其后裔将“华族联合会”（1924 年由“川陕滇三省同乡会”改组而来）更设为“西康巴安国民协进

会”，这是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地方性组织”，因为“除三省官商子弟外，凡属巴塘民众不分民

族，皆可入会”。d这表明延续了近两百年、借以标识汉藏区分的移民组织在当时已不再符合现实需

要。此举正揭示出巴塘的汉藏两族到民国时大体已实现族际交融和谐。

四、民国巴塘汉藏交融的历史影响

据史料反映，清代民国巴塘汉藏交融的实现在民国康藏史或汉藏关系史上曾有过不容忽视的重

要影响。1929 年，任乃强考察西康时发现，“西康各县，汉民较多之地，即治权最固之地，亦即国防

最坚之地”，譬如：

巴塘自民八以来，孤悬西陲，逼近藏军；历届汉官，视同弃地；赖有汉户三百余家，

遥奉正朔；虽四围境土皆已梗化，惟此一区，始终不渝。e

1933 年，任氏在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发表讲演时，进一步解释这是“因为内地移民较多之处与

当地情感融洽，帮助汉军甚大”。f“情感融洽”显然就是汉藏交融的同义语。也就是说，按任氏的

说法，巴塘的汉藏交融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国康藏政局的走势，并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起到

了稳固内地中央政府在边疆藏地的“治权”与“国防”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南京国民政府奖掖蒙藏青年赴内地求学任职等政策的推动下，g巴塘汉藏交融的成

果——兼备汉藏血缘的巴塘人，还通过地理与社会的双重流动一跃成为当时联结汉藏关系的强力纽

带之一，并持续推动着汉藏间的沟通与交流。正如陈强立所言，在民国汉藏关系因语言、政治滞碍

而长期处于交流不畅的背景下，通晓汉藏语文的巴塘青年在内地“翻译汉藏文件，对汉藏文化交流

起了很好的作用”。事实上，除了翻译汉藏文件外，1928 年，自东北返回后，通晓汉藏语文的格桑

a　李明忠：《江安西》，《巴塘县文史资料》（第三辑），第 208 页。

b　江安西：《黄玉兰年谱》，《巴塘志苑》1990 年第 1—2期（总 20—21），第 86 页。

c　［美］梅·戈尔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著，黄潇潇译：《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

涯》，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3、30 页。对江新西是平汪的舅舅的考证，参见刘欢：《近代巴塘华西学校办学小史》，

《藏学学刊》2020 年第 2期，第 242 页。

d　江安西、李明忠：《巴塘财神会的由来及其影响》，《巴塘志苑》1985 年第 4期，第 38 页；四川省巴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巴塘县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年，第 433 页。

e　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新亚细亚学会出版，1934 年，第 284—285 页。

f　任乃强：《康藏问题的关键》，腾蛟记，《康藏前锋》1933 年创刊号，第 10 页。

g　荣孟源主编，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第

766—7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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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仁就一直充任九世班禅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联络人。a刘家驹则“专做班禅对外的翻译”，b这在《班

禅大师东来十五年大事记》中屡有记载。c1938 年，邓珠拉姆被聘为西藏驻京办事处藏文秘书，“主

要从事口头翻译，此间还曾为噶厦驻京代表与蒋介石当翻译”  d。江安西与黄玉兰夫妻亦长期在国民

政府机关担任汉藏文翻译或汉藏文教师。e格桑悦希则“因汉藏语文不同，电码阙如，于消息之传递，

文化之沟通上，殊感不便”，于是“穷数年之力”，创编了一套藏文电报码。f上述活动均切实地促

进了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间的沟通与理解。当然，身具汉藏复合文化特质的巴塘人对国民政府

时期汉藏关系的沟通与联结远不止于此，但限于文章篇幅，需另辟专文予以详述。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兼通汉藏双语的巴塘人仍继续推动着汉藏间的沟通与联结。据降边

嘉措称，1950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时，在进藏部队“担任主要翻译的，几乎全是巴塘

人”。此外，“解放后第一个给毛主席当翻译的是巴塘人；第一个将马列的书和毛泽东的著作翻译成

藏文的，也是巴塘人；第一次将《国际歌》和新中国成立后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

勇军进行曲》翻译成藏文，在广大藏族地区传唱的，也是巴塘人。”  g窥一斑而见全豹，上述史实已

足见清代民国巴塘汉藏交融的形成与深化所具有的深远的历史影响。

五、结  语

综上，内地汉人自康熙年间移居巴塘始，有清一代，通过汉藏通婚等族际互动，巴塘的汉藏民

族关系逐步从初期的族际区隔走向了中后期的汉藏交融，川边改革则加速了这一进程。民国以后，

最终在血缘与文化上实现了广泛且具有深度的族际交融。在民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巴塘汉藏交融

的实现不但稳固了内地中央政府在藏地边疆的“治权”与“国防”，还在更高层面推动着国民政府

时期汉藏间的沟通与联结。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民国内地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滞

碍与军事冲突并未妨碍汉藏关系在微观层面不断地走向和睦融洽，而微观层面的汉藏互动无疑更能

揭示此期汉藏关系的内在肌理与鲜活实态，更加贴近汉藏关系的实质与本相。总之，清代民国巴塘

汉藏交融的案例不但扩大并深化了对民国汉藏关系和谐交融一面的认识，从现实意义来看，它也从

汉藏关系的维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

照、论证和启示。而加强该论题涉及相关资料搜罗整理和学术研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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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and then selected outstanding talents from this school to study in Xizang, ensuring that the students 

could substantially improve their language skills in the Tibeta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nvironment. Focusing 

on this issue, the article further examines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Qing government to send students to 

Xizang for learning Tibetan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cultivating 

official translation talents,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and using Mongolian archives kept in the Archives of 

the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relevant Manchu archives and documents. 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Qing 

Dynasty began to take measures to send student children to Xizang for study as early as the third year of the 

Shunzhi period (1646), but the system was finally 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35th year of the Qianlong period 

(1770). The Qing Dynasty utilized Mongolian-Tibeta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adopted Mongolian-Tibetan 

translation as a specific means of governance in Xizang, and specially cultivated translation talents through 

official institution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central policies and measures. Therefore, the 

official dispatch of student children to Xizang for stud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e Qing 

Dynasty’s governance of Xizang.

Keywords: Qing Dynasty; School specializing in Tibetan studies; Translation talents; Officially 

dispatched student children

Immigration, Intermarriage and the Process of Han-Tibetan Integration in Bata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U Hu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Chinese and English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takes Han-Tibetan 

intermarriage as an investigation dimension, and reconstructs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of Han-Tibetan relations 

in Bata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n immigration 

history, that is, from the inter-ethnic separatio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o the deep integr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increasingly common number of Han-

Tibetan intermarriages in Batang during this period. 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local Han-Tibetan culture borrowed, infiltrated and merged with each other extensively, and the people 

who had been lived in Batang for a long time also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an-Tibetan composite culture, 

among which the most typical one was that they were familiar with Chinese and Tibetan languages.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separation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ethnic group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 increased exchanges and realize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Han and Tibetan peoples 

in Batang not only consolidated the “ruling power” and “national defens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Tibetan border areas, but also enabled the Batang youth, who possessed both Han and Tibeta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o become one of the strong ties connecting Han-Tibetan rel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and even after 1949—and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ethnic groups.

Keywords: Batang; Han immigrants; Han-Tibetan intermarriage; Cultural integration; Han-Tibetan 

connection


